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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朱执信作品集，是研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料。 
· 由学界权威学者选编，为了解朱执信及其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 人物简介： 
朱执信，原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等。1885年10月出生于广东番禺。早年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赴日留学，翌年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迭次参与组织发动推翻清廷、讨袁讨龙、驻闽粤军回粤诸役；并勤于撰述，介绍新知，力辟伪说，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宣传与革命理论的阐发，为革命党人中第一流的舆论宣传健将。1920年9月，在调解东莞虎门乱军中不幸殉难。孙中山称其为“最好的同志”、“革命中的圣人”。 

· 编者简介：
谷小水，1973年生。安徽省马鞍山市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专著有《“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合著包括《辛亥革命与新中国》（即出）、《从帝制到共和》（即出）、《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等。编有《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4、5、6卷）。在《史学月刊》、《抗日战争研究》、《中山大学学报》、《浙江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 内容简介
朱执信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本书收录他在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篇幅长短不一，创作时间覆盖作者加入中国同盟会后的大部分时段，论题横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财政、国际关系诸领域，内容包括阐发革命理论、输入西方新知、批评国内时政、揭破各种谬说等多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朱执信思想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动态历程。
◆ 简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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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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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1920年） 

解散议会后之日本（1920年） 

议会政治试验是否失败（1920年） 

外交秘密的危险（1920年） 

军阀的破产宣告（1920年） 

倒叙的日俄战争史（1920年） 

再答东荪先生（1920年） 

实业家的危险（1920年） 

群众运动与促进者（1920年） 

勤工俭学与工读互助（1920年） 

特别保护归国华侨（1920年） 

运用军事密约（1920年） 

送回俄罗斯去（1920年） 

滇军为谁自相残杀（1920年） 

开课了——怎么样？（1920年） 

查禁主义的人要先晓得反对的学说（1920年） 

不批准和约之美国（1920年） 

不要辱没广东人（1920年） 

直隶湾筑港之计划（1920年） 

千贺博士之金本位废止论（1920年） 

匈俄苏域政府的兵（1920年） 

女学生应该承袭的财产（1920年） 

体育周报（1920年） 

野心家与劳动阶级（1920年） 

兵底变态心理（1920年） 

广东土话文（1920年） 

中等社会的结合（1920年） 

杀人不是革命的要素（1920年） 

米本位说之批评（1920年） 

寄赠书籍（1920年） 

介绍杂志（1920年）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1920年） 

耶稣是什么东西 

恢复秩序与创造秩序 

为督军画策 

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 

新文化的危机 

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 

朱执信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无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无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瑔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出，潜滋暗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仅九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翌年获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声痛哭。1900年八国联国侵华，朱执信虽僻处南国，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认识到“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在此背景下，他大量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复明史书，并亲自镌刻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以寄寓反清之志。反清思想初步形成。 

1902年，朱执信入教忠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主攻国学，兼修英文、日文、数学、历法等。课余时间，则与同学古应芬、汪兆铭等组织“群智社”，以探求新学为职志。在一群志同道合好友的相互促发下，他大量研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原富》等近代西方各种思想名著，对《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也手不释卷，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朱执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年底，与胡汉民、汪兆铭、古应芬等联袂东渡，翌年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主修理财科。在学期间，除学问精进外，置身日益激进的留日学生群体，朱执信与胡汉民等“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彼此“极意探求”革命方略，然犹未得“实行之要领”。 

是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广东法政生慕名来访，晤谈一下，极为拜服，自此奉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且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以《民报》为阵地，先后刊发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则与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谬说，鼓吹革命；一则阐释与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据吕芳上先生研究，《民报》前五期所刊载的有关民生主义的文字，“值得重视的十篇文章中有半数是朱执信的撰述”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7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自此，朱执信文名大噪，并以博学多识、才气纵横、论证严密等卓拔才情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第一流的革命宣传健将。 

1906年6月，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随即返回国内，先后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等新式学堂，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其间，朱执信明则泯然众人，一袭旧派人物装束，暗中则影响学生、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组织筹划过多起在广州及其周边的武装起义，扮演着广东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在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血染战衣。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一面组织民军会攻广州，一面利用兵临城下之机运动水师提督李准反正，成功地促成了广州的和平光复。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积极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治理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13年宋教仁被刺，革命党内部意见纷纭，朱执信极力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在复杂局势中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之谊，最终促成广东地区打出了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他利用难得的闲暇，努力自修，有针对性地钻研经济学；同时协助编辑《民国》杂志，积极从事舆论讨袁工作。待国内局势稍稍平靖，又遄返国内，开展武装革命活动。 

1914—1916年，朱执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广东地区的讨龙斗争，先后策划发动过多次针对龙济光的暗杀与起义。1916年10月，龙济光残部败退海南岛，彻底结束了在广东地区的统治。对于朱执信在驱龙斗争中的功绩，胡汉民谓：“龙济光之蹶于粤，执信之力为多焉。”林家有：《朱执信》，8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917年护法运动发生，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1918年孙中山受排挤蛰居上海，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因应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担任主要编辑。在承担繁重的刊物编撰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发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等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杂志刊文20余篇，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三民主义，首屈一指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的风范显露无遗。 

1920年粤军回粤战争中，朱执信是重要的发动者与参与者，是孙中山联络、促动陈炯明的主要桥梁。是年8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宣布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粤桂战争爆发。随后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马不停蹄赶赴港澳，组织办事机构，就任讨桂军总指挥，负责协调、指挥各路民军及地方军队，响应援闽粤军回粤。9月，为运动虎门驻军独立，与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活动，成功促成炮台守军于16日宣布独立。21日，因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混乱，不避危险，赶往现场力为调控，不幸在变乱中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消息传至上海，孙中山极为痛惜，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9月24日，在复谢持电中又谓：“前星期虎门独立，邱渭南、执信前往主持，正为快意；不料一部民军内变，竟将执信击杀，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后来，孙中山还多次在函电、演说中论及朱执信殉难对国民党造成的损失，谓：“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称其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曾长期共事的胡汉民称誉朱执信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最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最肯奋斗的一个人”林家有：《朱执信》，161页。。另一位重要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2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 

作为20世纪前20年革命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朱执信所从事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民众思想启蒙。 

清末民初，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蒙昧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见及此，朱执信将启迪民智，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他积极宣传进化论，打破社会万古不变的僵化认识；大力弘扬科学，破除封建伦常及宗教神学等各种权威；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人改造社会及国家的自觉自动，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执信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无所谓绝对，无所谓永远，“随时演变”，始终处于进化的途程之中。地球及人类都是物质不断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不断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之中，职是之故，“现在如果是想永远保存着一个秩序，就是想叫一个社会永远睡着。把一个时间的社会静态变了化石，令他永远没有进步，那是不特无益并且不可能。况且大地还有冷下去的时候，太阳还有消减变灭的时候，那有不变的化石，那有不变的社会”。 

朱执信指出，所谓“伦常”，所谓“秩序”，究其实质，“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无常之人类社会”，其结局“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打破旧伦常，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渐成国人思想禁锢的西洋偶像——基督神学，他同样无情揭破，指出经由进化论，“则知宇宙中经无数进化而始有人，绝非被上帝创造者”；新旧教所供奉的教主耶稣，是为了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偶像，与历史上的耶稣完全不同。他告诫青年，切勿“中宗教的毒”，不要当“神的奴隶”。他认为，当今之世，惟有反对偶像崇拜、与宗教对立的科学“神圣不可侵”，“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当一种科学如果不容人“随时讨议”，则不幸沦为另一种偶像，也必须无情打破，只是“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 

人的价值启蒙同样是朱执信启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影响“生存价值之元素”归纳为“九事”，并逐一剖析，指出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固然包含个人性的因子，更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良善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皆为增加生存价值而生”。反观现实，朱执信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民之生存价值，正日趋于下……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于不良之政府”，“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实现，乃可以次及其余。是则生存价值之一转变之机也。吾中国人其尚未觉知此生存价值减少之痛苦者乎？抑感知之而无意于将来者乎？其将于亡羊补牢之计有所择也？吾急欲得此四万万之答案”。 

（二）全面阐扬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自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朱执信所做的理论方面的基本工作，就是结合时代主题，从具体问题出发，深入阐释与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既有力地推动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使三民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清晰显豁。 

如民族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清政府与改良派在立宪问题上的互为呼应，朱执信撰写多文，一面条分缕析，剖陈清廷统治下的中国绝无实行立宪的基本条件，揭破所谓立宪不过是“愚弄一世具”，根本目的无非为“保其大位”，对众多为所蒙蔽者无疑是一贴清醒剂。一面层层递进，阐析“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论证了此次革命虽高唱排满，实兼具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本次革命之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矛盾基本消失，朱执信笔下的民族主义因时而变，论述的重点转向反对帝国主义。 

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美国的怂恿下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并进而对之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中国存亡问题》长文，指出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无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谊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美为平等自由之国，亦即为最先倡言排斥黄种之国”。期望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就中国而论，既“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安全之策，实在“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此后，朱执信又先后发表《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等多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四处侵略；同情朝鲜、波斯等被压迫民族的不幸遭际及反抗斗争；呼吁国人“自觉”、“自振”，“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20世纪“一民族中之少数人，尚欲倚其与之反对之劳农所组成之武力为后援，以拥护其握有他民族奴隶使之之特权，真犹燕巢幕上，决无长久理矣”。在朱执信看来，“国家不为人类之最终生活形式，故对于本国以外之人民，以同在人类社会之故，不能不认其有同等之权”，他主张世界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均拥有独立和自治的权利。一国之内各民族的关系，同样应当秉承民族平等与自决的精神。 

民权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力证清政府视吾人为奴隶，必须以平民为主体，通过政治革命，推翻专制暴政，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占后，朱执信高举舆论讨袁大旗，连续刊文揭露袁世凯政权业已沦为“阀阅富豪所专，非平民所能与”，与民主共和体制完全背道而驰。针对当时流行一时、颇具迷惑性的“开明专制”论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日言开明专制者，其志固在专制不在开明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朱执信关于民权主义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对代议制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方面。通过对民国成立以来议会政治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察，朱执信认识到“有了国会便算民权，国会的权利增多就算是民权发达，现在看来，这种主张是很不完全的，很危险的”，“代议制不是理想的最善制度”；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行政首长之拒否权与解散权、法官之废弃权，均非“真正”的救济之法。根本的救济之法，即在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直接指挥政治”。 

朱执信认为，直接民权应当包括创制权、复决权与罢官权，人民拥有这三权就可发挥无穷的威力，可以“解决一切政治争论”，“免政府用恶法以毒害人民”，可以使“政府归之人民支配之下，复回国民原本应有之主权”。为了保障直接民权的实现，一方面应弃集权，行分权，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应制订一部能够体现人民意志、保障直接民权的宪法。 

民生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在孙中山社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主张。在狭间直树教授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日］狭间直树：《朱执信对孙文民生主义的理解》，载《近代史研究》，1991（3）。《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详尽剖析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与政治革命的关联以及中国应当并行之理由，指出中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相依倚，成则俱成，败则俱败”。因为如果仅行政治革命，革命胜利后，“豪右之族跋扈国中，不转瞬政权复入于彼手”，很快就会回复到革命前的状况；而如果仅行社会革命，原有统治集团完全可以运用掌握的权力，“制为专利彼族之法，社会革命之效果亦归于无有”。当今中国，惟有并行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使二者交相为济，方能真正达成革命的初衷，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域。 

关于社会革命的内容，朱执信着力从土地国有与铁道国有两方面予以阐发。他认为土地国有可以分阶段逐步实现，通过实现该政策，既可避免土地高度集中，亦可供给国家财政需要，“尽废诸税”。铁道国有则是将铁道经营权收归国家或公共团体，以保障“其经营皆以适应社会之需要而止，不如资本家经营之惟利是视也。其有收益为国家之饶，亦即以为国民之福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朱执信对民生主义的认识也越出原有的框格，讨论的问题更趋广泛，并迭有新解。他认为，“社会的改造，从破除独占做起。自然生产要素里头，土地的独占性是最大”，平均地权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故“平均地权是社会主义实行之第一步”。此外，对于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众多方面，如实业发展、铁路建设、外资利用、农业改良、财政改革以及钱币发行等，亦均撰有文章逐一论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苏俄社会的映照以及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作为独立力量初登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也为朱执信所关注，成为其论述的对象。他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所蕴蓄的革命力量，指出“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针对中国劳动阶级“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的苦况，他提出应当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保障所有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打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旧的分配制度，“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成功”。这样的认识与识见明显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国民党理论家。 

（三）持续绍介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的大潮中，部分国人开始翻译、介绍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朱执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05年11月，他在《民报》第二、三号上连载《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思想主张，颇为详细地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与剩余价值学说，还大段摘译《共产党宣言》，在各种纷纭杂出的社会主义诸学说中，初步区分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 

翌年6月，针对《新民丛报》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说”，他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起而迎战。文章批评改良派对西方学说一知半解，故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昔日之我”，认为不当以论者有限所见妄下断语，而应“知学派有异同，学说有变迁沿革”。朱执信显然熟知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流变，是以在该文中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辨析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在驳斥改良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认识，阐述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观点时，他显然是以马克思有关学说作为理据，并能信手拈来，应用无碍。 

朱执信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考其用心，一则希望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社会革命学说，能“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一则以为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学风大变，皆重实行，并非以往之空中楼阁，其对中国社会的借镜作用远超之前社会主义诸学说。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诸学说用力甚勤，涉猎颇广，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程度远超同时代的一般水准。对于辛亥时期朱执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此时同在日本的何香凝后来回忆时依旧印象深刻，称他是“当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最积极的人”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2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毛泽东在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时，也肯定了朱执信的贡献。参见《毛泽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94~9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十月革命发生后，朱执信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研究之中。他先后发表《匈俄苏域政府的兵》、《倒叙的日俄战争史》、《兵底变态心理》、《兵的改造与其心理》等多篇文章，在向国人介绍苏俄革命经验的同时，更指明了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前进方向。 

在介绍苏俄经验时，他特别抓住了苏俄赤卫军问题，通过全文翻译劳农赤卫军法规，对照革命中的赤卫军与革命前的俄国军队，分析得出“都是一样的俄国人，何以前头就望风奔溃，后头却所向无敌呢？不是有主义和没有主义的分别么”，进而指出苏俄革命的胜利，就是“以有主义之民意推倒武力”，就是“主义”的胜利。 

受此启发，朱执信强调中国应当注重“兵的改造”，将“兵的改造”作为社会改造的核心环节。而“兵的改造”的根本，即在于参照苏俄军队建设经验，锻造一支有主义有组织的新军队。他相信：“我们的理想军队将来如果实现，我想也不会比俄国这种军队弱到什么地方去。” 

综上所述，朱执信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长起来的重要思想家与宣传家，如果按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标尺加以衡量，他的思想大体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同时又超逸突出，孕育着若干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胚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许多思想言论，极具前瞻性地提示了1923年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的思想动向。参见董德富、史云波：《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学术研究》，2003（12）。 

除了思想上具有引人瞩目的先导性外，朱执信的撰述与行文也颇富特色。他学殖深厚，知识面广，遍涉近代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他通达情理，反对先入之见，对所有理论均取先研究再论议的理性态度。他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对各种新思潮有天然的感知与接受能力。他行文酣畅，说理充分，讲究逻辑，往往能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可以说，朱执信的思想之所以产生影响，众多著述印行后能够一纸风行，成为社会演进的驱动力，绝对不是偶然的。 

如前所及，理论活动是朱执信一生中与武装革命并举的重要革命工作。在其短促而又丰富的一生中，他留下了总数应不算少的文字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专著、译著、时论、诗歌、函电、墓志、悼词等，甚至为了因应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他还尝试写过一篇题为《超儿》的白话短篇小说。这些著述有的以单行本面世，有的先后发表于《民报》、《法政丛志》、《民国》、《建设》、《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晨报》、《闽星》等报刊上，有的则未见公开出版。这些文字，篇幅不一，体裁各异，主题多样，清楚地记录了朱执信与时俱进、不断奋进的思想历程，并不时迸发出耀眼夺目的思想火花，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朱执信殉难翌年，建设社同人缀辑其大部分遗稿，编为《朱执信集》两卷本，于1921年7月初次出版，1925年11月又再版发行。不久，上海民智书局邀请邵元冲编选一本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朱执信思想读物，邵即以《朱执信集》为底本，适当增删，编为《朱执信文钞》，于1926年出版。此外，朱执信的一些长篇文字，如《中国存亡问题》、《兵的改造与其心理》、《耶稣是什么东西》等，曾一次或多次地出过单行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纪念刊，如1929年出版的《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等，也收录了一些朱执信的文字，但基本不出建设社主编的《朱执信集》的范围。 

196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着手编辑《朱执信集》，并于次年大体编竣。1979年，该书略加修订，分为上下两集，由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库藏资料为主，补益其他材料，综编而成《朱执信先生文集》（全二册），并公开出版。90年代中期，辽宁人民出版社组织推出“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朱执信的部分文字被结集成帙，以《睡的人醒了——朱执信集》为书名于1994年出版。进入新世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要利用新近公布及搜集的函电等资料，对该院所编的《朱执信集》进行增补，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出版。 

本卷在编辑的过程中，遵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体例要求，译著及诗歌均未收录。函电、小说、墓志、悼词也未收入。函电虽未录入，但实为朱执信留存文字的重要组成，其重要性应值得关注。除上述各文集不同程度收有的函电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一干同仁，利用古应芬哲嗣古滂先生提供的材料，编成《古应芬家藏未刊函电文稿辑释》一书，其中收录朱执信来往书信及其他材料，特别是致古应芬信函共近60件。这些函件系首次公开，集中于1914—1920年，对研究这一时段朱执信的革命活动及思想动向颇具价值。 

而在本卷所收的论著部分，限于篇幅，也未全数网罗，主要择取其中影响相对较大或思想较为深刻的文字。对于若干篇幅较长的文章，根据体例要求，按照各部分的重要程度进行删减，选录其中相对重要的章节。略去的章节，依旧留存章节标题，以保存整篇文章的基本架构。 

本卷在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家有教授的切实指导。林家有教授为笔者业师，系孙中山和朱执信研究的专家。他不但向我详细介绍了朱执信的革命活动及思想历程，而且将手头部分未见公开的材料无私提供，令笔者铭感五内。遗憾的是，该部分材料因为体例所格，最终未能纳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邱霖巧、刘格花两位同学，为本卷的资料搜集、文字录入及前期处理提供了协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由于笔者学力有限，加上诸事牵缠，致使本卷的编辑工作不但历时较长，而且错谬、不当之处所在多有。值此文集即将面世之际，笔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恳请各路方家不吝指正。 

谷小水 

2014年11月于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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